
第48卷 第1期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48No.1

2025年1月 JournalofYangtze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Jan.2025

收稿日期:2024 11 20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乡村‘逢会’民俗背景的淮河流域民间手工艺研究”(AHSKY2020D04)

作者简介:胡飞(1969—),男,安徽怀远人,教授,主要从事民间艺术研究。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胡飞.乡村集市的百戏艺术形态变迁及世俗审美理想[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8(1):46-51.

乡村集市的百戏艺术形态变迁及世俗审美理想

胡飞

(蚌埠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安徽 蚌埠233030)

  摘 要:百戏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是我国乡村集市娱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动静交

错、多元融合的发展特征,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是中华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的

体现。对百戏艺术形态及其图示语言、意象与具象、世俗审美的研究,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和欣赏这些艺术形式,还有助于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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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戏兴盛于我国的乡村集市活动中,是乡村集

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百戏是一种古老的表演艺

术形式。在我国当代乡村社会发展中,百戏面临着

新的挑战和机遇。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化

趋势的增强,乡村集市文化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和挑

战。随着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认知和尊重程度的提

高,传统文化艺术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保护。乡村

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不断提升,百戏等传统艺

术形式的现代演绎和创新,成为乡村集市文化艺术

研究的热点话题。因此,基于乡村集市娱乐文化视

角研究百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社会的

娱乐生活和文化特点,及其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状

况和人民的精神追求,从而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和

发展,助推百戏在乡村集市的创新发展。

  一、百戏的历史演变

百戏是我国各类传统杂艺的泛称,内涵丰富,融
合了杂技、角抵、幻术、游戏等技艺,具有独特的艺术

魅力和审美价值,对传统体育、戏曲、表演等艺术发

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上,百戏有多种称呼,如

“奇伟戏”“散乐”“曼衍”“杂伎”等,其中以“散乐”与
“百戏”互指最为常见。散乐是一种始于周代,包含

乐舞、杂耍的民间表演艺术。《周礼·春官·旄人》
载:“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清代孙诒让认为

“此官掌教亦掌舞。”[1](P1902)《周书纪七·宣帝纪》载:
“散乐杂戏、鱼龙烂漫之伎,常在目前。”[2](P14)《乐府

诗集》载:“秦汉以来,又有杂伎,其变非一,名为‘百
戏’,亦总谓之散乐。”[3](P819)《唐会要·散乐》载:“散
乐历代有之,其名不一。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

奏,总谓之百戏。跳铃、掷剑、透梯、戏绳、缘竿、弄枕

珠、大面拨、头窟礌子……”[4](P611)可以看出,历史上

关于百戏、散乐的界定并不是非常明确的,二者在表

现内容上也多有交叉,但基本上都是指来自民间的各

类表演艺术。
关于百戏起源的说法较多,一般认为其起源于

秦汉时期。《初学记》载:“梁元帝纂要曰:‘……又有

百戏,起于秦汉。’”[5](P372)《文献通考·乐考·散乐

百戏》(卷一四七)载:“散乐,非部伍之正声,其来尚

矣,其杂戏盖起于秦汉。”[6](P1287)

汉代政府设有散乐专部,将民间歌舞、杂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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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宫廷,大大丰富了散乐的内容。《汉书·礼乐

志》提到从事杂艺表演的“俳优”职业。[7](P881)到南北

朝时期,散乐与百戏已基本融为一体。唐代百戏表

演内容更加丰富,还出现了专门的教坊。《事物纪

原》载:“唐明皇开元二年,于蓬莱宫侧,始立教坊,以
隶散乐、倡优、曼衍之戏。”[8](P49)宋代散乐教育机构

更加完善,教坊设有十三部,每个乐部使用的乐器、
演奏曲目、演奏方式等均有不同,风格各异,可以满

足不同观众的口味。《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载:“散
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9](P7)

百戏与角抵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角抵戏在

古代既是一种角力比拼的运动项目,也是一种具有

观赏性的表演活动。《汉书·武帝纪》载:“三年春,
作角抵戏。”颜师古注引汉应劭曰“角者,角技也。
抵者,相抵触也”,引汉文颖曰“名此乐为角抵者,两两

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盖杂技乐也。巴俞

戏、鱼龙蔓延之属也”。颜师古注:“抵者,当也。非谓

抵触。文说是也。”[7](P138)《通典·散乐》载:“宣帝即

位,郑译奏征齐散乐,并会京师为之。盖秦角抵之流

也。”[10](P3728)《唐语林·豪爽》(卷四)有李绅镇守大梁

期间以角抵选拔武士的记载:“闻镇海军进健卒四人,
一曰富仓龙,二曰沈万石,三曰冯五千,四曰钱子涛,
悉能拔橛角抵之戏……又令试抵戏,仓龙等亦不利。
独五千(冯五千 )胜之,十万之众,为之披靡。于是独

留五千,仓龙等退还本道。”[11](P124)

称百戏为“蚩尤戏”,可能是基于二者在表演性、
娱乐性等方面有某些相似之处。《述异记》卷上载:
“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
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

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

也。”[12](P613)《文献通考·乐考·散乐百戏》卷一四七

载:“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载牛角而相

抵。汉造此戏,岂其遗象邪?”[6](P1287)根据任日方、马端

临二人之说,蚩尤戏要早于汉代角抵戏。
称百戏为“奇伟戏”,文献并不常见,主要出自

《列女传·孽嬖传》卷七:“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

伟戏者,聚之于旁”[13](P72)。
综上,百戏在中国古代具备众多身份,但终归不

失文体娱乐特征。至于百戏为何具有散乐、杂伎、曼
衍诸多身份,陈维昭在《汉代散乐、百戏与汉代俗乐

运动》一文中认为:“散乐、角抵、百戏起源于不同时

期,所指称的‘乐’之形态也大异,为什么会在后世演

变成指同一种现象呢……汉代的俗乐运动起到了关

键性的作用。”[14]

  二、百戏的艺术形态特征

百戏不像一般艺术具有单一清晰的传播脉络,
而是呈现出纵横交错、相互交融的多维路径特征。
一方面,它以口头传承和实践演绎的方式存在,这些

艺术形态包括但不限于杂技、曲艺、木偶戏、皮影戏、
舞狮、舞龙、地方戏剧等,每一种艺术形态都有其独

特的表演技巧、音乐伴奏、服饰道具和表演场合,共
同构成了多元、统一的乡村集市娱乐文化生态系统;
另一方面,它又以视觉符号的形式广泛驻留于造型

艺术之中。就造型艺术来说,百戏是民间造型艺术

最具生活化、娱乐性的创作主题,主要呈现于社会生

产生活中易取易得的各类媒介材料之上,如木雕、石
雕、砖雕、泥塑、陶瓷、剪纸、绘画等,都有大量的百戏

内容表现。
(一)动态与静态———百戏艺术视觉的互动体验

百戏在民间艺术发展中的艺术表现,一般可分

为百戏表演本身的艺术视觉呈现和艺术作品中百戏

主题的内容视觉呈现,二者分别表现为动态表演性

特征和固化于各种媒介材料的静态叙事性造型特

征。作为动态表演形态,百戏表演的时间、空间在场

性比较强,注重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体验,令人

印象深刻,但艺术感染力持续时间相对较短。而作

为静态造型艺术,百戏主题内容在场性不如百戏现

场表演,表演者与欣赏者之间缺乏互动体验,但艺术

作品感染力更持久。人们欣赏、观摩、体验作品,可
以得到持续反复的审美感受。

从我国民间艺术考古挖掘及各类馆藏文献资料

看,艺术作品中的百戏主题最常见于秦汉时期的画

像砖、画像石遗存、宋代风俗绘画、民间雕塑、泥玩之

中。近代以来,黄淮流域的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

地出土了大量百戏题材画像砖、画像石、陶俑等作

品,艺术表现极为生动,以秦汉时期最具代表性。汉

代盛行厚葬之风,事死如事生,表现百戏内容的陶

俑、画像,作为重要的图形文物,还原了当时社会生

活的真实风貌。其以夸张的动态造型、强烈的视觉

化符号表现,完美映衬了静态叙事性主题,为我们研

究汉代人民的娱乐生活提供了宝贵的佐证资料。唐

代百戏的表演形式与前代相比更加多样,技艺也更

加精湛,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造型饱满不失轻盈,姿态柔和生动,表情自信乐

观。宋、明、清时期集市贸易繁荣,大大促进了百戏

在民间的普及,百戏呈现出动态与静态艺术表现融

·74·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年1月

合发展的趋势。一方面,百戏吸收了其他艺术形式

如舞蹈、音乐、绘画等的元素,艺术形态更加丰富多

样,表演场所也扩展到街巷瓦肆、乡间地头。随着宋

杂剧、南戏等艺术的兴起和发展,百戏逐渐与戏曲相

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视觉互动体验。另一方面,随着

民间手工技艺的快速发展,民间艺人有了较大的艺

术创新空间,艺术表现形式日趋多元化,创作主题也

更加贴近世俗生活,杂艺百戏逐渐成为剪纸、玩具、
泥塑、绘画、雕刻等民间造型艺术的常见创作题材。
视觉化造型不再仅以画像砖、画像石的剪影效果呈

现,而是更加追求平面与立体、材质与空间的互动

体验。
(二)时间与空间———百戏造型艺术形态的装饰

与叙事

画像砖、画像石是汉代墓葬艺术的典型代表,汉
代墓葬除以大量物品随葬外,还讲究以画像砖、画像

石装饰墓室。其题材从日月星辰、神人异兽、仙阁楼

台到世间万象,应有尽有。百戏是画像砖、画像石中

充满世俗生活特色的表现内容,出土的数量较多,如
山东清平县出土的戴氏享堂画像石,采用减地阳面

手法刻绘神仙、鼓乐、长袖舞、弄丸、鹿、龙等内容,以
上、中、下横线做意象化空间分割,将天神的世界与

现实世界有机融合,构图饱满,造型生动,工整细腻,
装饰感强。山东济南长清区孝里镇出土的孝堂山郭

氏祠东壁画像石,石墙同样是上部刻绘伏羲与东王

公等诸神形象,下部刻绘有骑乘出行、历史人物、击
鼓、弄丸、载杆等内容,世俗世界与天神世界在时间

和空间上实现交融。20世纪50年代在山东沂南县

北寨村出土的山东沂南北寨画像石墓,东壁刻绘有

《歌舞百戏图》,内容包括七盘舞、弄丸、飞剑、载杆、
走绳、鱼龙曼衍等,略带倾斜透视的自由松散构图,
追求的是现实时空表现,生动反映出当时世俗生活

状态和百戏技艺的高超水平。另外,河南新野汉墓

出土的画像砖表现了一组在行驶的马车上表演走绳

的惊险场面,表演者或金鸡独立,或倒挂金钟,神态

自若,虽是浅浮雕近乎平面装饰的剪影造型,但仍然

能够产生强烈的真实空间叙事效果。刘克在《出土

百戏题材汉画中的戏剧表演因子》一文中比较了两

汉百戏题材画像艺术,他认为:“在东汉早期的画像

中,百戏最本源地被设置为杂技与乐舞的含摄关系。
从其人物的神情和动作上看,演员之间必要的配合

和交流已经初现苗头,艺术表演已经具备了较为独

立的空间……百戏种类的不断丰富及各种艺术形式

间交流机会的增多,不仅提高了百戏的审美境界,为

两种或两种以上艺术表演形式的融合和以后艺术表

演中戏剧性因素的进一步增强打下了基础。”[15]

百戏也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常见题材,大多存在

于各类风俗绘画之中,常被画家描绘成集市、庙会等

活动表演场景。例如,明代张宏绘制的长卷《杂技游

戏图》,其中就有一人持平衡杆在长索上行走,两人

在下面击鼓附和,吸引游人驻足观看的场景表现,画
面布局凸显在高架绳索上行走的表演者,围观的观

众散落在索架周围,表演者神情专注,形象生动,观
众围观喝彩。可以看出,由于绘画媒介材质在人物

表情特征、场景环境等的细节表现上更优于画像砖、
画像石材质,画家在百戏造型艺术形态的叙事性上

放弃了画像砖、画像石舞台排列式刻意安排,而是更

倾向于生活化情境随机再现。
南宋画家李嵩的《骷髅幻戏图册》算是比较另类

的百戏艺术形态叙事作品,画面不仅描绘了提线木

偶表演场景,更是以略显诡异的骷髅操控提线骷髅

的形式赋予画面某种深层次的寓意。此外,中国古

代风俗画中还有许多描绘百戏表演的场景,如北宋

苏汉臣《杂技戏孩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元代张

渥《百戏图》,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等等。这些作

品不仅以二维视角展示了百戏造型艺术形态的装饰

风格和叙事特征,也生动反映了我国古代百戏技艺

的高超成就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内涵。
(三)意象与具象———百戏题材作品的图示语言

图示语言是艺术家用来表达创意、情感和概念

的工具,它通过视觉元素的组合传达出丰富的意义

和信息。在表演艺术中,图示语言通常表现为通过

肢体动作、面部表情、道具使用等非言语方式传达信

息和情感。在造型艺术中,图示语言通常表现为色

彩、线条、肌理等视觉信号的运用。
百戏的图示语言极为丰富,如皮影戏中的影子

操控、木偶戏中的木偶动作设计、杂技中的肢体技巧

等。题材上,百戏更是当时社会生活现象最真实的

视觉呈现,主题是写实的,空间环境是可感的,但表

现形式又是意象化的。如汉画像石中的长袖舞题

材,既有单纯以乐舞形式出现的内容,也有与杂技表

演混合的内容。舞姿造型往往过度夸张舞动的长袖,
刻意弱化五官局部细节,注重侧面剪影效果,突出长

袖挥舞的动态特征。通过对这些图示语言的研究,我
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当地民间艺术的表现力和传达

效果。郑亚萌在分析了南阳汉画像石中各种长袖舞

姿形象后认为:“其扬袖的舞姿本身是一个具有程式

化和符号化的动作表达,也是舞者的身份象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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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与具象是艺术创作中的两种表现手法。意

象强调内在情感和精神世界的表达,而具象则侧重

于对外部世界的具体描绘。在百戏艺术中,这两种

手法经常交织在一起,既展现了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例如,地方戏剧中

的脸谱和服饰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象

征,而舞蹈动作则传达了角色的情感和故事情节。

  三、百戏的世俗审美理想

世俗审美是普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审美

观念和趣味。百戏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民间艺术形

式,其内容和形式都深受世俗审美的影响。这体现

在对生活细节的刻画,对道德价值的弘扬,对节日庆

典的庆祝等方面。百戏作品往往富含幽默、讽刺、教
育等元素,既有娱乐性,也有启迪性,满足了不同观

众群体的审美需求。
(一)雅俗共赏———全民娱乐的文化生态

散乐、百戏自汉唐至明清,一直是中原社会群体

的主要娱乐形式,呈现出雅俗共赏的全民性文化生

态特征,即使是王侯将相,也无法拒绝其艺术魅力。
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了体现自己的身份地位,几乎都会

将能够代表其意志趣味的音乐视为“雅乐”,而将平民

百姓喜好的音乐视为“俗乐”。《周礼·春官·旄人》
载:“掌教舞散乐,舞夷乐。”贾公彦疏:“以其不在官之

员内,谓之为散也。”孙怡让案:“贾意散乐即谓冗散

之乐。今考此为杂乐,亦取亚次雅乐之意。”[1](P1902)

事实上,雅乐与俗乐的受众群体并非完全分开,不可

兼容的。相较于雅乐,那些来自于民间的散乐、百戏,
充满生命活力和丰富的艺术观赏性,受到上层社会的

喜爱。例如,南唐顾闳中的作品《韩熙载夜宴图》,生
动表现了韩熙载与宾客观赏王屋山舞“六幺”的场

景。白居易《杨柳枝》云:“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

花处处吹。”[17](P397)这说明“六幺”之类的所谓俗乐已

经成为全民共赏的娱乐主流。
值得注意的是,百戏的雅俗融合发展除了受社

会审美的普遍影响外,上层统治阶层的旨趣引导也

很关键。唐玄宗曾将《十部乐》分为坐部伎和立部

伎,亲选坐部伎作皇帝梨园弟子,创作了《霓裳羽衣

曲》等一百多首雅乐曲;同时,在京都置左右教坊,由
宦官主管俳优杂技,教习俗乐。《新唐书·礼乐十

二》记载“玄宗为平王,有散乐一部”,即位后,“又分

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

部伎”[18](P475)。《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元封三年

春,皇家举办的角抵戏表演活动引起“三百里内皆

(来)观”[7](P138)的轰动效应。另外,还有文献记载金

代以散乐表演形式来进行宣赦大典。[19]可见当时社

会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对于文化娱乐活动的普遍诉

求,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全民娱乐的文化生态。正

是这个大时代背景使百戏成为社会流行的大众艺

术。当然,也有例外。如《隋书·裴蕴》载:“高祖不

好声技,遣牛弘定乐,非正声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
皆罢遣从民。”[20](P1574)《隋书·高祖下》记载隋文帝

曾下诏:“朕情存古乐,深思雅道。郑、卫淫声,鱼龙

杂戏,乐府之内,尽以除之。”[20](P34)表面上看,可能

在隋文帝心目中,“古乐”“雅道”才符合“礼乐”。不

过,考虑到隋朝统一之初百废待兴的社会状况,也不

排除这是隋文帝要求百姓专注生产,勤俭节约,避免

安逸享乐的治国之策。
(二)殿庭府邸与街坊桥巷———百戏社会等级的

空间分野

尽管我们通常会将百戏贴上民间艺术标签,但
自打产生之日起,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百戏从来都不

是普通百姓能够随意欣赏的,特别是在汉代以前,百
戏主要还是在宫廷、官府和贵族家庭等上层社会中

演出,普通百姓较少有机会欣赏。由于社会等级的

限制,百戏的演出空间和观众群体存在着明显的分

野,但这并不等于说百戏在上层社会与民间的发展

是完全隔离开的,二者往往是相互促进,融合发展

的。陈树淑认为,汉代促进百戏从上层走向民间,主
要是通过三个路径:一是上层有意识地在民间推广

百戏,二是百戏表演团体和游艺艺人这两大群体流

动演出,三是在节日或日常闲暇时间民众面对面互

动交流。[21]

我国古代百戏的演出场地一般分为三类:宫廷、
街巷瓦肆和乡间地头。在宫廷,百戏是贵族娱乐和

享乐的一种方式,拥有专门的服务机构。贵族欣赏

百戏的同时,也会对百戏的表演者进行赏赐和奖励,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百戏的发展。街巷瓦肆是

百戏艺人展示技艺的重要场所,也是普通市民在一

些重要民俗节庆活动中能够观赏百戏的重要场所。
市民通过观看百戏,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在乡间

地头,农民在田间劳作之余,偶尔也有机会欣赏到民

间艺人的百戏表演,虽然乡间的演出场地比较简陋,
但是这并不影响农民对于百戏的热情和喜爱。特别

是北宋以后,由于集市贸易繁荣发展,百戏融入市民

生活有了得天独厚的场所,百戏的门类有了更精细

的划分。如《梦粱录》将踢弄、傀儡戏列入百戏伎艺,
而将角抵单设章节,将说书、谈经、说浑话等语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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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列入小说讲经史,散乐多归于杂剧、说唱表演,
并且强调“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

色”[22](P311)。《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也说:“散乐传

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9](P7)而百戏则主

要是以杂伎为主。如《梦粱录·百戏伎艺》记载:“百
戏踢弄家,每于明堂郊祀年份,丽正门宣赦时,用此

等人,立金鸡竿,承应上竿抢金鸡。兼之百戏,能打

筋斗、踢拳、踏跷、上索、打交辊、脱索、索上担水、索
上走装神鬼、舞判官、斫刀蛮牌、过刀门、过圈子

等。”[22](P316)需要注意的是,宋代杂伎艺人的地位是

有区别的,“百戏踢弄家”能够在“朝家大朝会、圣节”
这类重大节日活动时被“宣押殿庭承应”,能够在“官
府公筵、府邸筵会”这些重要场合被“点唤共筵,俱有

大犒”,而大多数处于下层的村落百戏之人,只能“拖
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

酒之赀”[22](P316)。
可见,不同的演出场地和观众群体意味着百戏

有区分不同社会等级的作用。这体现了当时社会的

等级制度和价值观念。相较于服务宫廷官府的“百
戏踢弄家”,那些走街串巷,生活在底层的民间百戏

艺人,才是推动我国古代杂艺百戏发展的主要力量。
(三)娱人与娱神———积极乐观的世俗生活理想

娱人与娱神是指通过各种方式来取悦神灵或使

人感到快乐的行为。在世俗生活中,人们往往希望

通过各种娱乐活动来缓解压力,放松身心,以及提高

生活质量。《楚辞章句·大招》记载:“叩钟调磬,娱
人乱只。”王逸注:“娱:乐也,乱:理也,言美女起舞,
叩钟击磬,得其节度,则诸乐人各得其理,有条序

也。”[23](P68)可见,自古以来,人们就习惯于通过各种

娱乐活动来让自己感到快乐和愉悦。例如,观看电

影、参加音乐会、欣赏戏剧表演、阅读文学作品等,都
是人们经常选择的娱乐方式。这些活动不仅可以丰

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还可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

审美水平。汉代傅武仲的《舞赋》载:“娱神遗老,永
年之术。”[24](P938)晋代潘岳《西征赋》曰:“隐王母之非

命,纵声乐以娱神。”[25](P10)古人以各种祭祀、仪式和

宗教活动来取悦神灵或祖先,目的是为了获得神灵

或祖先的保佑和庇护。汉代盛行厚葬之风,除了当

时国富民强,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外,还跟当时流行

的黄老思想紧密相关,生命不死,视死如生。因此,
汉代人民对乐舞百戏的热爱和推崇,不仅体现了他

们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

求,更是将这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延伸到死后的

另一个世界。

各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充分体现了娱

人与娱神的思想。在画像砖、画像石中,人们可以看

到各种祭祀、仪式和宗教活动的场景以及人们参与

这些活动的形象。这些画面不仅表现了人们的生活

状态,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信仰和价值观。在娱人

方面,画像砖、画像石中的各种娱乐活动和表演形

式,如舞蹈、唱歌、杂技、戏曲等,都展现了人们的快

乐和愉悦心情。这些娱乐活动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精

神需求,也丰富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在娱神方

面,画像砖、画像石表现了人们祭祀神灵或祖先的场

景。人们通过祭祀活动来祈求神灵或祖先的保佑和

庇护。这种信仰和仪式在当时的社会具有重要意

义,体现了人们对神灵或祖先的敬畏和崇敬。张玉

新、李立认为:“乐舞百戏……与其所具有的娱神功

能相比,其满足人的精神和视觉享受的娱乐功能更

为庄园生活所重。”[26]从百戏中,我们可以看到汉代

人民的生活态度和娱乐方式,以及他们对精神文化

生活的追求,这些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和感受汉代人民的生活风

貌和精神世界;同时,这也揭示了艺术与社会生活之

间的密切关系,以及艺术在反映和塑造社会生活方

面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百戏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态,蕴含

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不仅展现了中华民

族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是中华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

的体现。今天的广大农村乡镇逢集、逢会活动中仍

能可以看到各类杂技表演、体育竞技、传统手工技艺

展示活动,只是展示的形式、内容已与过去大相径庭

了。对百戏艺术形态及其图示语言、意象与具象、世
俗审美的研究,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

这些艺术形式,还有助于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和

社会价值,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新

的视角和思路,尤其是当前我们正处于大力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的历史机遇期,如何构建乡村集市娱乐

文化发展新业态,如何创新传统百戏发展以适应新

时期乡村文化建设,都是学界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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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intheArtisticFormsandSecularAestheticIdeals
ofFolkAcrobaticsinVillageFairs

HuFei
(CollegeofArtDesign,BengbuUniversity,BengbuAnhui233030)

Abstract:Baixi,aformoftraditionalChinesefolkperformance,hasalong-standinghistoryandrich
content,servingasasignificantcomponentofentertainmentactivitiesinruralmarketsacrossChina.Itexhibitsa
dynamicinterplayofmovementandstillness,aswellasadiverseintegrationofvariousculturalelements.
ThisartformnotonlyshowcasesthewisdomandcreativityoftheChinesepeoplebutalsoreflectsthe
diversityandinclusivityofChineseculture.ByexploringtheartisticformsofBaixi,includingitsvisual
language,imageryandrepresentation,andsecularaestheticideals,thisstudyclarifiesthetrajectoryof
Baixi’sculturalinheritanceanditsartisticdevelopmentwithinthecontextofentertainmentcultureinrural
markets.

Keywords:folkacrobatics;artform;secularaesthetics;marketentertainment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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